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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

世纪以前中国人的“天下观”：

中国居天下正中，中国占天下十之八九；

汉唐盛世，中国人的西行足迹未出亚洲；明初

郑和七下西洋，可惜昙花一现；

古人曾经认为西方世界“地生差别”，种种错误

信息世代相传，历经千年得不到纠正；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万国全图》遭到

明朝和清朝的士大夫严厉批判；

本世纪初期，西方的戏剧叫做“文明戏”，洋人

的手杖叫做“文明棍”，似乎中国的事物已经与

文明无缘。

王 好 立

从“夷”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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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古代中国

人关于地理的知识，关于山脉、河流、地形、土壤、植被、气候

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这一文明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人类居

住的这个地球，对于整个世界，古代中国人的认识却显得惊人的

苍白和贫乏。这同高度的文明形成落差。 世纪中叶，大多直到

数中国人仍然只有一种“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

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同“中国”或“九州”的观念

相差无几“。中国”一语，初指“京师”或“京都”，即国之中心；

后来是指“中州”或“中原”，即华夏族聚居之地，也即现今的河

南一带。随着汉族活动领域的扩大，又指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

大地区，同中原王朝的版图逐步接近。“中国”作为专用称谓，特

指国家的全部领土（包括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是 世纪

以后的事情了。

“九州”的观念，大约酝酿于战国时期，成形于秦汉之际。它

的范围，大体不出华夏民族和邻近民族的活动区域“。九州”之中，

各州的名称、划分和位置，在不同的著述中多有差异，因为它不

是真正的行政区划，而是笼统的地理区分。“九州”之说，为中央

集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划分政区的框架和构想。因此，“九州”成

为统一的中国的代称。

“天下”的观念虽然出现较早，大约也是在秦汉之际才有比较

确定的内容。狭义的“天下”，即指“中国”或“九州”；广义的

“天下”，则兼容域外或海外的“蛮夷”之国。广义的“天下”由

两大支柱所支撑。其一，中国乃中央之国，居天下正中，蛮夷之

国居于四边。其二，中国乃泱泱大国，占天下十之八九，蛮夷小

邦仅占十之一二。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了。意大利传教

士利玛窦在明朝末年来华时，他所见到的职贡图和海图就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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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体现：中国的 个行省居图之中，四周零星分布若干岛国，

合计所有岛国的疆土，还不及中国的一个小省。这种地图的形制

作为 世纪初期，这种地图仍官方舆图的主流，源远流长。直到

在民间广为流传。

战国时期曾经有一种“大九州”说。根据这种学说，中国之

内的九州不得计算为州，中国只是天下八十一州之中的一州，名

曰“赤县神州”。天下八十一州的每九个州合为一大州，各有小海

环绕，互不相通，是为“大九州”。九个“大九州”之外另有大海

环绕，是为“天下”。这种天下观念极富想象力，不过它毕竟是一

种虚幻的演绎，无法征信。它的创始人邹衍是齐国人。齐地滨海，

“大九州”说确实透出海洋文化的气息。或许因为如此，它才始终

偏离中国人地理观念的重心，只能为神话和志怪所纠缠。

其实，中国人广义的“天下”观念只是古代东亚文明的历史

写照。把自己的活动空间看作整个的世界，这是上古民族的普遍

的特征。只是中国人保持这种特征过于执著，从上古越过漫长的

中古，一直迈向近代的门槛，始终无怨无悔。而希腊人早在公元

前 世纪，就以欧洲、亚洲和利比亚洲（非洲）作为世界地理的

分区，在公元前 世纪，就相当精确地计算出地球的大小。

东亚大陆背山面海、土地辽阔，为中国文明的创立和发展，提

供了足够宽广、足够多样、足够安全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在

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中一枝独秀，绵延数千年而未断绝。然而这

个地理环境，也塑造了传统中国文明相对内向和保守的性格，限

制了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脚步和目光。

据史籍记载，最早向西方“探险”的中国人是西汉的使节张

骞。张骞负有远交近攻的外交使命，所以被匈奴国王扣留多年，

“身所至者”，出新疆西部不远，安息（波斯）、条支（阿拉伯）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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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只是有所耳闻。东汉班超远征西域，派遣部属甘英前往大秦

（罗马），甘英抵达“安息西界”，为大海阻断去路，未能完成使命。

按照汉代官方史书的记述，大秦国“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

入也”，差不多同邈远的神话传说融会在一起了。唐代的杜环大约

是最早到达亚洲西部边境的中国人，不过他是作为战俘，被大食

（阿拉伯）人带往中亚和西亚的，他的见闻没有产生影响。唐代高

僧玄奘和义净，分别经陆路和海路远赴印度取经，堪称壮举，只

是足迹不出亚洲的南部。

在气象恢宏的汉唐盛世，中国一直没有人能走出亚洲去看世

界。元代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推进了东方和西方的交通。然

而元代远行者的西行记录，尚不及甘英和杜环，未能进一步开拓

中国人的眼界。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浩浩荡荡的中国船队远达非

洲的东岸，可惜昙花一现，空前而绝后，仍然没有形成长期的影

响。

从汉代至清代中期，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商人、使节、传

教士访问中国，络绎不绝。元代来华的马可 波罗就是杰出的代

表。他们把世界东方的信息传到西方，不断修正和充实有关中国

的知识。中国人则是坐以待客，对于世界西方的知识只能得诸口

传和耳闻，含混和错误的信息可以世代相传，经历千年而得不到

纠正。所谓“地生羊”的故事就是典型事例。公元 世纪，关于

拂林国（东罗马帝国）有地生羊，“脐与地连，割之则死”的传说

写入唐代的笔记小说。 世纪，《旧唐书》以文入史，将其写进

《拂林传》。 世纪，北宋修《新唐书》，照收不误。 世纪，著

名学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也将这种既非动物也非植物的乌

有之物列入他的科学著作。 世纪，清代的百科全书《渊鉴类

函》仍将其收录在案。即使在 世纪，多数士大夫和老百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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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地生羊”这个怪物发生怀疑。

“地生羊”的故事反映出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无知，同时也

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东方的智慧”。中国人对于域外异闻，绝不

过分认真，也绝不存有强烈的好奇心理，这或许淡化了很多“地

生羊”一类的荒唐认识。不过，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冷漠态度，比

对于它的错误认识距离真理更远。欧洲人 世纪以来的“地理大

发现”，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崭新天地，逐步勾画出地球的真实

面貌。中国人则抱着古老的“天下”观念，不知道天外有天。

明代末年，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图》、《坤舆万国全图》先

后在中国刊刻。士大夫们第一次知道地球上有五大洲和三大洋，有

热带、温带和寒带，中文里面第一次出现亚细亚、欧罗巴、亚墨

利加、地中海、大西洋等词语。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出

版了他编写的《职方外纪》，第一次用中文著述向中国人介绍有关

世界的知识。但是，只有少数官员真心接受了这些新鲜的知识。多

数士大夫不是以消闲赏玩的态度，就是以顽固拒斥的态度对待它

们。这个地理知识的启蒙时期未能维持多久就遭到全面清算。明

末的《圣朝破邪集》有一篇批判文章，抨击利玛窦“以其邪说惑

众”“：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中国土地广大，而图中“如

此蕞尔”“，其肆谈无忌若此”！到 世纪后期，《大清文献通考》

犹谓利玛窦“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诞诳”。同一时期的《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也对艾儒略介绍的世界知识表示怀疑，以为“多奇

异，不可究诘”，不过编撰者的态度相当宽容，只是说“天地之大，

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在当时的世界，真正“广异闻”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亲身游历、

实地考察，但是“安土重迁”的社会意识在中国根深蒂固，它与

“闭关锁国”的政策一脉相通，因此很少有人能够身体力行。少数



第 6 页

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尝试冲破这种社会意识和政策的樊篱，可是大

多没有结果。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于中国旅行家的行

迹“多囿于中国一隅”，感慨不已。他梦想“为昆仑海外之游”，探

索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广大世界，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中国的官绅和百姓以“九州”为“天下”的观念迟迟不能更

新，而世界却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世纪中叶，英国人用兵舰把

年这种变化送到中国深闭固拒的大门跟前。 鸦片战争前夕，

大清帝国对于它的对手英吉利国几乎一无所知，道光皇帝匆忙下

令查明英国情形。据琦善“访知”，英国乃女王主政，而且女王

“自行择配”“，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

知君臣上下”。耆英奏称，英人夜间目光昏暗，难辨东西。也有官

员奏报，对付英兵，但以长梃俯击其足，应手即倒。这一派胡言，

居然也让道光皇帝深信不疑。就连林则徐也认为，中国只要禁止

茶叶和大黄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他还认为“，夷人除枪炮

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

至岸上，更无能为”。这些荒唐错误的判断不久就被战争的进程所

推翻。鸦片战争的失败，终于使少数先觉者“睁眼看世界”，将目

光转向“九州”之外，转向“五大洲”和三大洋。中国从此迈上

了走向世界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年马克思写道：“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

要条件。鸦片战争的失败，终于打破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藩篱，中

国人从被迫接触世界逐渐转向主动了解和深入认识世界，这是一

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

古代中国人具有大陆民族的典型特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

当中，中国人很少充当主动的角色。从汉代到元代，往来于陆上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客商，主要是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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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罗马人等。在朝廷和地方官府眼中，这些客商都是蛮

夷之邦向中国表示归顺的“贡使”。这些蛮夷之国在各代官方典籍

中名见经传者，大多不出十数个。明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

个规定了“十五不征之国”，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这 大

明朝不屑征伐的“蕞尔小国”，差不多就是朝廷所知道的所有“外

国”了。

隋唐以后，战乱和灾荒逼迫一代又一代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迁

徙到东南亚。这种移民在近代以前对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影响。明

初奉命远航海外的郑和在东南亚一带发现许多世代定居的华人，

曾经大为惊讶。这些“域外异闻”不久就随着船队罢驶而销声匿

迹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对海外各国不知、不闻、不问。即使是士

大夫阶层，也把海南岛的三亚海湾看作天之涯、海之角，似乎已

是天地的尽头，至少是中国风化所及的天地的尽头。

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中国是唯一的礼仪教化之邦，中国之外

不可能再有文明。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编写的《坤舆图说》，

提到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迹”，其中有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像。清代

中叶修撰《四库全书》的饱学之士，竟然怀疑那是南氏来华之后，

“得见中国古书”，抄袭《神异经》中收录的传说。这可以算是

世纪后期风靡一时的“西学源出于中学”说的早期版本。

中国人难于改变关于“天下”的传统观念，是由于很少有人

身历和目睹中国之外的广大世界，更是由于中国尚未产生改变这

种观念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需求。 世纪初期，一位跟随罗马教士

游历欧美的中国教徒樊守义，写出他的回忆录《身见录》，叙述了

“大西洋人物风土”。这是最早以中文介绍西方文明的欧洲和美洲

游记。然而这本书未能刊行，它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年之久，

直到 世纪 年代，中国学者才在罗马国立图书馆发现原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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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期，一位在海难中被“番舶（”欧洲商船）救起、随

“番商”周游世界的中国人谢清高，讲述了他“遍历海中诸国”的

经历，请人整理成书，名曰《海录》。这本书述及几十个国家和地

区，内容大多极其简略。关于欧美国家，叙述稍微详细的是葡萄

牙、英吉利和美利坚。书中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自来水、火

轮船）有一些真切的描述。该书刻印之初也曾寂寞一时，可是鸦

片战争以后身价倍增，不仅被多次翻刻，而且被收入各类丛书。林

则徐称它“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海录》不同于《身见录》的

际遇，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在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血

与火之中开始发生变化。

年，又一本中国人的海外游记在福建刊行，际遇别有一

番风光。游记名为《西海纪游草》，本文 页，而不足 地方督抚

要员和名流雅士的题记、序跋和题诗却多达 余页，作者林鍼，

作为番商的译员“舌耕海外”“，涉溟洋九万余里 抵达花旗（美

国）。此行被视为空前的壮举，备受称赞。游记记录了航海的景况，

记录了美国的民俗和商情，也记录了“火烟轮”（蒸汽机）和“神

镜法”（照相术）等近代技术。这些记录无疑使读者大开眼界。有

一篇序文，对于国人局促于斗室之中，“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

外更有何物”，感叹不已。有一首题诗写道“：足心相对一球地，海

面长乘万里风。”这种种认识和心态，已非传统的观念可以包涵。

不过，这本游记此后未见他人引述，大约它的影响不出福建一省。

魏源是属于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所辑录的

《海国图志》，同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对中国

社会甚至对当时的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海国图志》中，

他一方面收录介绍世界五大洲的著作和舆图，一方面又著文批驳

西方的五大洲学说。他根据佛典，论证出亚细亚洲为各洲之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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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又为亚细亚洲之冠，从而维护了中国乃世界中心的传统意识。

另一部较有分量的图书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纪畬。这本书通过

叙述各国的风貌和历史，初步勾画出一幅世界文明分布的形势图，

它所介绍的世界知识，无论深度还是真实程度都超过魏源的图书，

可是它的影响却不及后者。原因在于，作者“轻信夷书”，“夸张

夷人”，没有突出华夏文明的至尊地位。

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随着西方的炮舰一次又一次的沉

重打击而逐步加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展开了

“塞防”与“海防”孰轻孰重的激烈论争。无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

派，都有一些明达之士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大

变局”，过去那种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相互对峙的局面一去不再复

返，一个中国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巨大而又陌生的世界，正在一

步一步逼上前来。代表这个陌生世界的西方列国，不仅没有崇尚

中国文明的虔敬态度，反而板起面孔教训“天朝”，要求对他们放

尊重一些，不得再使用“番”、“夷”等轻侮字样。这种要求还被

写入条约，清政府必须承担义务。

按照传统观念，对于文明教化之外的“夷狄”，实在没有其他

称谓可以使用，如同猪羊不能不称作“牲畜”，桌椅不能不称作

“东西”一样。直 世纪到 年代，一位经学大师还坚持认为，

西方“夷狄”是“物”不是“人”。可叹的是，他并非在做“口角

取胜”的游戏，而是严肃认真、一本正经。不过在 世纪 年

代以后，中国的官私文书里面“，番”“、夷”等字样确实逐渐减少。

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慢慢感到，西方人不仅衣帽和面孔不同于过去

记载中或想象中的“夷狄”，而且在他们身后，确乎存在一个异样

的文明。

西方人大多是越洋跨海而来，以“洋”字取代“番”“、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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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似乎是顺理成章而又恰如其分的选择。最初的“洋”字是中

性称谓，不含褒贬。使用这种称谓，表明中国人自我夸张的心态

有所减弱，开始用比较平实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中国的近代历

程包含两种趋势，一是被逼被迫逐渐向世界开放，一是殖民地化

的程度日益加深。在第一种趋势下，西方事物如潮水般涌入，

“洋”字的使用愈来愈广泛，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洋枪、

洋炮、洋车、洋房，到洋烟、洋火、洋葱、洋白菜，大凡舶来之

物，均冠以“洋”字。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对于

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第二种趋势下，洋人

的势力一天天膨胀，“洋”字的地位步步高升，以至成为富贵和尊

荣的标志，须仰视方可得见。“洋”字甚至与“文明”同义。洋人

的戏剧叫做“文明戏”，洋人的手杖叫做“文明棍”，言外之意，就

是中国的事物已经与文明无缘。这种心态体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

无知和愚昧，它是真实世界的扭曲映象。这些已是 世纪的事情

了。

由于中外悬隔，清政府例禁繁多， 世 和纪 年代，能

够亲自游历外国者仍如凤毛麟角。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洋人和洋人

的世界，只有一星半点模棱和含混的印象。那些捷足先登的远行

者带回的外部世界的消息，有时也并不真实可靠。他们的学识、眼

光和观念各不相同，这种情况实难避免。第一位派驻英国的中国

副使刘锡鸿，对于西方世界就有一些绝妙的议论。他发现英国人

事事与中国人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政“则尊妻以

卑夫”，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

书自末一页读起 。经过百般思索，他终于找到了其中原由“，盖

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对于地球和天体一知半解的新知识，与唯我独尊的旧观念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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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也许只能得到这样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当时国内略知

“西学”的士绅阶层，大多采用这种杂糅新旧、不辨真伪的思想路

数。更多的士大夫，则是“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

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开拓了眼界，纠正和澄清了

一些错误、模糊的认识。第一个以官方身分出国游历的满族官员

斌椿，在遍游欧洲之后，对于古书中所谓“羽民国”“、三面国”等

荒唐无稽的记载，发出“传讹已久，非身历不能考证”的感叹。

年奉差赴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以前对于“地形如球，环

日而动”的学说颇为怀疑，在环行地球一周之后，始信此说不诬。

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写道：“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

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

不向西行半步欤？”以亲身经历验证“西学”，自然颇具说服力。就

是那位忠诚护卫道统的驻英副使刘锡鸿，最终也不能不承认，英

国人民“以礼自处”，地方“整齐肃穆”“，诚未可以匈奴、回 待

之矣”。

世纪末期，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不能不调整政策，较大

规模地派员出国考察，私人出洋的禁例也逐步放宽。知识阶层出

国留学或游历，一时成为风尚。甲午战败，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

了解外部世界、掌握新鲜知识的热情。到戊戌时期，讲求西学、宣

传西法的学会和报馆如雨后春笋，遍布南北。九州大地，风气别

开。 年（光绪二年），驻英公使郭嵩焘出版出使日记《使西纪

程》，其中称颂欧洲各国仁义兼至、法度严明，认为他们和以前的

蛮夷完全不同，也有二千年的文明，提到欧洲人视中国、印度仅

为半开化的国家。郭嵩焘的见解引起朝野激愤，举国斥骂，直闹

到奉旨毁版。 年后的情势大不相同了，维新士子康有为竟敢上

书皇帝，公然指陈泰西列强蔑视中华，“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等我于非洲黑奴矣 此等文字，居然举国上下，争相传抄、传诵。

可见中国人对于世界大局，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另一位维

新士子梁启超，更是大声疾呼：大地万国，上下千年，无时不变，

无处不变。“变而变者”其国强，“不变而变者”其国亡。在他的

宣传鼓动中，描绘出一幅优劣递嬗的世界历史和文化多元的人类

文明图。这与传统的天下观念已经很少有共同之处了。

近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从“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

“中外联属”“、地球合一”之天下，再变为“列国相争”“、优胜劣

败”之天下，经历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变化不可谓不大。但

在 世纪与 世纪相交的转折点上，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世界

强国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学说相比较，还有不小的

距离，中国要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想，后面的道路

还相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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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跪九叩”与“鬼使”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大难题

坚持不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英国马

嘎尔尼使团，进北京时像乞丐，居留时像囚犯，

离开时像小偷；

年，道光皇帝为躲避接见美国使臣，居然

不惜牺牲主权，同意签订《望厦条约》；

年，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却

被人称为“鬼使”“，骂名穷极九州四海”；

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大清皇

帝终于向西方使节显露“天颜”；

熊 志 勇

年以后，外务部每派公使出国，亲朋故旧

推荐随员的条子常常超过千张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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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世纪中叶开始，欧洲进入近代外交的新时代。这在当时

至少有两个标志：第一，确认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地位和作用；第

二，规范了各国交往的平等原则。不过，这种原则在实力对比的

背景下常常是暗淡无光的。正是在这个时期，亚洲大地上建立了

一个新的王朝 大清朝。大清皇帝“继天承统”，自认为“四海

宾服”、“万邦景从”。清朝继承中原王朝的体制，作为“天朝上

国”，定期接受藩邦及属国的朝拜和进贡，同时给予册封和赏赐。

朝贡和册封的关系是清朝早期对外交往的全部内容。

一百多年以后，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毫不相干的情势，被欧洲

跨洋越海的商船和炮舰连在一起，演化出一幕又一幕历史的悲喜

剧。按照清朝的规矩，外国使臣应在所乘车船上悬挂旗帜，写上

“某国贡使”字样，表明身分。使臣在觐见皇帝之后应立即离京，

不准逗留。最要紧的是，使臣见到皇帝或皇帝的代表时，必须行

三跪九叩的跪拜礼。这几样规矩显然不合乎近代各国平等交往的

原则，但是关系到“天朝体制”，清王朝决不允许随意改变。然而

对于西方列强的使节来说，这几样规矩一样比一样难以接受。中

外双方在三跪九叩的礼仪问题上首先爆发了冲突。礼仪之争竟然

成为 世纪前期和中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头等重要的难题。

中国历来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历朝皇帝都自认为是“天下

共主”，所以只有皇帝一人可以享用三跪九叩的大礼。 年初，

清廷派托时等人去彼得堡祝贺新沙皇即位，实际是为出兵平定新

疆准噶尔做外交准备。雍正皇帝特意叮嘱使臣，“我中国使臣无论

出使何国，从无叩拜之礼”，不许用三跪九叩之礼觐见俄皇 他耍

了一点滑头，命托时托词不见沙皇，如果对方一定要见，只能

“按拜见王爷之礼拜见贵汗”。俄国人与清王朝早有来往，当然知

道中国的礼仪，但是并没有觐见之礼的问题。 年 月 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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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到克里姆林宫递交公函后，向新即位的女皇行一跪三叩首之礼。

可以想见，清朝君臣的自我感觉是把俄国女皇降格为中国的王爷

一级，虽然俄国人并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是雍正皇帝一定心满

意足。雍正是历经磨难才登上皇帝宝座的，为人灵活机变。但是

事关国体的时候，他与其他中国皇帝并无二致。他的儿子乾隆皇

帝则更进一步。

年，英国为了扩大通商，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指望从

此在中国设立常驻的外交使 世纪初期以来，节。在此之前，从

西方已经先后有 个使团前往中国，但是他们一律被视作“贡

使”。马嘎尔尼个性倔强，而且自恃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代表，

他希望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外交官，迫使中国接受西方文明。为此，

他与自负的清朝大臣为觐见皇帝的礼仪大起争执。他坚持行欧洲

通行的单屈膝礼。清朝大臣则一定要他行三跪九叩礼。他提出了

交换条件：中国官员在英王画像前行叩拜之礼，他就向中国皇帝

行同样的叩拜礼。这当然是清朝官员绝对不能同意的。在此之前，

荷兰和葡萄牙的使节都曾经为了实际的商业利益，屈从清朝皇帝

的要求，马嘎尔尼是第一位坚持要他的君主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

的外国使臣。乾隆皇帝虽然非常不高兴，毕竟还有盛世君主的气

度，体谅英国“僻居荒远”，不识“天朝体制”，特别恩准他免行

跪拜之礼。不过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对扩大通商、派驻

使节等要求一律回绝。至于马嘎尔尼在朝见时究竟行的是中国之

礼还是英国之礼，已成为历史疑案。参与其事的英国人守口如瓶

或语焉不详，而中国官员则啧啧称赞英使“一到殿廷膝齐地，天

威能使万心降” 有人认为当时很可能出现了马嘎尔尼不由自主、

双膝及地的戏剧性场面，但是从后来马嘎尔尼使团受到的对待看，

至少马嘎尔尼本人并没有手忙脚乱，临时改行三跪九叩之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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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另一位英国人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

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这也正

是当时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的真实写照。

清王朝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统治局面的宏大气象一去不返。

年，俄国使嘉庆皇帝就没有他父亲那种气量了。 节因不愿意

叩头，到库伦后就被 年，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来阻止进京。

华，他的态度和马嘎尔尼一样顽固，清朝官员曾经想强迫他去拜

见嘉庆皇帝，被他坚决拒绝。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当夜把他们驱

逐出京，随后给英王下达的“敕谕”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

烦跋涉，但能倾心孝顺，不必岁时来朝。”实际是彻底拒绝和英国

建立关系。欧洲国家对于这类外交事件的得失也曾议论纷纷。拿

破仑认为，使臣本应入境随俗，不必为礼仪小事贻误大事。拿破

仑也认为，叩头毕竟“有悖人性”。但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前法国皇

帝似乎不能明白，这种礼仪的要旨，就是以违背人性的规定，最

大限度地拉开距离，使皇帝高居于亿兆臣民之上。英国人的见解

和拿破仑大不相同，他们从此不再派使节来华，而是派来了荷枪

实弹的军队，强制中国接受他们的文明，同时肆意掠夺中国的财

富。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同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

赔款，丧权辱国，但愚妄自大的心理没有改变。 年，美国派

出的使臣顾盛抵达澳门，目的是取得同英国相同的权益。顾盛看

透了清廷的虚骄心理，故意坚持要去北京，亲自向皇帝递交国书。

道光皇帝惧恨交加，谕令钦差大臣耆英悉心“开导”，绝对不可允

准。耆英以顾盛放弃进京为条件，同意签订《望厦条约》，满足了

美方要求。顾盛未动用一兵一卒，却满载而归，受到美国政府嘉

奖。清廷为维护旧的礼仪和体制，居然不惜牺牲主权。可见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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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以降，清王朝国势日蹙，危机日深，处理对外关系已经没有自

信和力量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

在议和谈判中，他只在“不见使节”这一点上讨价还价。圆明园

被烧，《北京条约》签订，中国蒙受的损害难以估量，而咸丰最感

痛心的，却是未能阻止“夷酋面见朕弟”，即外国使节以平等身分

会见恭亲王奕? 。和约签字后，咸丰害怕公使要求“亲递国书”，

迟迟不敢回京，最后病死在热河行宫。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数百年，

只在明末清初有过短暂的开放，朝廷上下对 然无知，虚外部世界

骄达到极致，难以面对真实的世界。咸丰曾经因为美国总统的国

书对他平等相称，大为不悦，竟然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

可笑。”这个讥讽他人却实际讥讽了自己的绝妙批语，成为愚妄的

中国统治者可悲的历史笑料。

年，欧美列强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公使在觐见中国皇

帝时不用再行跪拜礼，清政府的公文也不再用“夷”“狄”称呼外

国。清政府被迫接受了外交关系方面新的事实和新的观念。不过，

清政府一直以同治皇帝年幼为名，拒绝各国公使觐见。从 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清政府陆续派官员赴欧美考察，这些清朝官员

会见各国君主和首脑时一律采用西方礼节，握手鞠躬而已。

年初拿破仑第三接见清使志刚等人，特别声明虽然中国以皇帝年

幼为名不见外国使节，但是他愿意亲自接受国书，清使仍然是三

鞠躬。这些海外见闻显然有助于清王朝逐渐有所改变。到 年，

同治举行加冠典礼时，各国公使终于争得觐见机会，所行礼节是

三进三鞠躬。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半个多世纪

的时间，大清皇帝终于向西方使节显露“天颜”。这是中国对外关

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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